
从政、施政者，总有自己的政绩观，并融入其从政、

施 政 实 践 之 中 。 那 么 ，晚 清 重 臣 、民 族 英 雄 左 宗 棠

（1812—1885）是如何看待“当官”从政和具体施政的呢？

左宗棠一生，一任巡抚（浙江巡抚，从二品）、三任

总督（闽浙、陕甘、两江总督，正二品），并以东阁大学士

（正一品）入值军机处（1881 年 2 月至 10 月任军机大

臣），在总理衙门行走（1881 年 2 月至 10 月任总理衙门

大臣），参与清廷最高决策。他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在

朝廷衙署参政的时间并不多，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即便如此，左宗棠仍有着鲜明

的“政绩观”和扎实的施政实践，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一、左宗棠的“政绩观”

所谓“政绩”，顾名思义是指官员在职期间办事的

成绩。而政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是为谁执政、为谁

做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官员，必然会有不同的政绩

观。那么，左宗棠的“政绩观”是什么？

（一）以民为本，排难解忧

左宗棠的从政理念是爱民、利民，为百姓排难解

忧。这一理念来源于传统的“重民”思想，特别是兴起

于 18 世纪的经世思潮。经世思潮的核心是“民本”思

想，即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宗棠强调“为政

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左宗棠全集》）。他认

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

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

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又说：“做官要认真，遇

事耐烦体察。”“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

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

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左宗棠

“为政先求利民”的“政绩观”，正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

（二）崇尚实干，反对浮夸

左宗棠从政强调实干，反对浮夸。他在一份批札

中写道：“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但能不要钱，不能为

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于国计民生终鲜裨

补，则亦不足贵。”“政绩”的表现是什么？用左宗棠的话

来说，就是“兴利除弊”，有利于国计民生。此外，他还致

力于整顿官场文风，倡导“崇实黜华”，摒弃繁文缛节。

对下级官员呈报的公文、禀帖，要求写得简明扼要，实话

实说，不许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同治七年（1868年），他

严厉批评陕西耀州（今陕西铜川耀州区）知州在禀文中

不报告“地方事宜”，“乃仅以书启套话上渎”，怒将“原禀

掷还”。同治十年（1871年），对宁夏知府的谢禀，他斥为

“官气懒残，所谓为他人拾涕者也，于实事何益”！同治

十三年（1874年），他在署哈密协副将魏忠义的禀帖中批

道：“凡有禀牍，尽可据实直陈，如写家信，不必装点隐

饰，切切。”

（三）知人善任，选贤任能

考察一个官员政绩的优劣，要看其是否识人，敢于

用人，善于用人。如魏源所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

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

不可以教人。”（《默觚下·治篇七》）衡量官员的政绩，要

看他在用人时是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还是用人唯亲，

徇私蔽贤。同治十一年（1872 年），左宗棠在给护理陕

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

择人，不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责其成功，加

以保擢。其不肖如靖边萧启基之类，当重法绳之。”这

种用人之道是颇有见地的。

二、左宗棠的施政实践

（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

清朝中叶以后，官场黑暗加剧，吏治颓废，贪污盛

行。仅以甘肃为例，曾任甘肃布政使的张集馨，评论当

时的甘肃官场是“一堂鬼魊，暗无天日”；后调任福建，又

说“吏治之坏，至闽极矣”（《道咸宦海见闻录》）。左宗棠

对当时官场的黑暗、腐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

“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左宗棠是怎样整饬吏治的呢？他提出三项措施，

即“察吏”“训吏”和“恤吏”。“察吏”是指考察官吏，辨明

良莠；“训吏”是指教育官员，培养官员的操守；“恤吏”

是指在精神、生活、制度层面切实关心官员。

察吏的关键是惩治贪官。左宗棠强调“察吏必先

惩贪”，对贪赃枉法者，一经发现，决不姑息。甘肃总兵

周东兴冒销赈粮，被查实后，左宗棠立即奏请军前正

法。署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一意营私”，受到严厉处

罚。不但他本人被撤职查办，连包庇他的道台、县令、委员

也受到“记大过”“永停差遣”的处分。对那些巧立名目“需

索规费”的官吏也毫不手软，在办理甘肃茶务时，他采取

“以票带引”之法，不准另立名目，“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

规费，查出立毙杖下”。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为了纾解民

困，要求派驻新疆各地官员严格规束当地伯克，“去其壅

蔽，杜其扰累”。他发现库车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勒索维

吾尔族百姓白银千两，经查实后即就地正法。

当然，除惩办贪官外，左宗棠更重视“训吏”和“恤

吏”。所谓“训吏”，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是重视法律、

法规、为官之道的教育。他刊印发放了一批如何从政

为官的书籍，如把清初名臣汪辉祖著《佐治药言》、陈宏

谋著《在官法戒录》刻印分发给各级官员阅读。同时，

他还自编了一部《学治要言》，其中选录了 18 篇专讲吏

治的文章，目的在于“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

焉”。二是针对僚属的报告、请示，他以批答的方式提

出表彰、批评、要求等，劝勉、督促辖下各级官员恪尽职

守、廉洁自律。

“训吏”之外，左宗棠并没有忽视“恤吏”，即要求官

员清廉、勤政的同时，还切实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健

康状况和实际困难。陕西绥德知州成定康是个勤于职

守的官员，左宗棠在写给他的批札中慰勉道：“该守积

劳成疾，实深挂念。”“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

意。”甘肃凉州知府刘思询禀报，该府每月亏欠 178两办

公费，左宗棠核实后，批示在畜税项下每月津贴 200

两。对生活有难处的僚属，左宗棠更是格外关心。署

西宁道张宗翰、署肃州镇总兵陈万春生活不宽裕，左宗

棠分别筹给津贴 100 两和 50 两；知府林发深因病回籍

调治，川资不足，左宗棠特意赠 500两助行。

（二）兴利除弊，安定民生

在晚清的官吏中，左宗棠确实是一个具有政治远

见的历史人物。他懂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明白要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用兵浙江时，左宗棠令军士就地耕垦，解决军粮奇缺的

难题，同时还采购种籽，购买耕牛，招募农民耕垦。到

西北后，他又大力推行屯田，并刊刻《种棉十要》《棉书》

等书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基于“西北之利，畜牧为

大”的特点，他指示地方官员“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发

展畜牧业。收复新疆后，他利用当地宜于种植桑树的

条件，“移浙之桑，种于西域”，并招募工匠，把植桑、养

蚕、缫丝、丝织等技术传至新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特别是在干旱的西北地区，不

解决灌溉问题，根本谈不上发展农业生产。左宗棠深

谙此道，所以特别重视兴修水利，他指示地方官：“水利

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在宁夏，他组织修复了

汉渠，在狄道州（今甘肃临洮），他支持部将王德榜完成

了抹邦河灌溉工程。他还指示地方官在西宁、河西走

廊修复水渠，并在陕甘大力推广凿井灌田。收复新疆

后，又分别在天山南北修复坎儿井和渠道。

对于植树造林，左宗棠更为重视。他在陕甘一带

开展了大规模“绿化”活动，先后植树近 44 万株。有记

载称：经过左宗棠的大力督导，自泾州（今甘肃泾川）以

西至玉门关“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隆无

誉《西笑日觚》），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左公柳”。

为抵御外侮、振兴中华，就必须“师夷长技”，求富

求强，发展本土近代工业。为此，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

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建船政局），自造近代军舰和民用

轮船，以“防海之害而收其利”；同时，他还着眼发展民用

工业，在兰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毛纺厂——兰州机

器制呢局，成为开发大西北的先声。此外，他还从德国

订购采金机器，聘请德国技师，准备在肃州（今甘肃酒

泉）附近勘测、试采金矿。此后又在新疆库尔勒尝试采

金，在库木什采铅，并创办了几处铁矿。对于近代企业

的经营方式，左宗棠提出“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

后”，即官办示范，再推广民办。

在除弊方面，首先是严禁鸦片。左宗棠发布命令，

广为劝诫，同时严令地方官员四处查禁，甚至派专人至

重点地区密访，一旦发现种植罂粟者，即严惩不贷。又

派兵到宁夏盘查，发现种有罂粟，一律拔除，地亩充

公。对于查禁鸦片不力的宁夏知府和五个州县长官，

均革职撤任。这种雷厉风行的禁烟举动，自林则徐以

后实为罕见。

除弊的第二点是革除陋规。田赋是清朝国库的主

要收入来源，同时也是弊害渊薮。左宗棠主政浙江时，

就大力裁减田赋，将浙江三府的田赋减去 1/3；调任闽

浙总督后，又革除上官过境、到任开销取之于民的陋

规。甘肃田赋旧额每年约 48 万余石，经兵燹之后户口

骤减，左宗棠将田赋减去 14 万石，以纾民困。南疆地

区，战乱前田赋由各城阿奇木伯克“总收总纳”，这些地

方权贵乘机鱼肉百姓，“上征其十，下征其倍”。阿古柏

占领期间，赋税更是多如牛毛，且无定额，税种、税额任

意而为。收复新疆后，为了减轻各族民众负担，左宗棠

指示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张曜核定田赋，根据土地肥

瘠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仿古之“什一税”（收粮一

斗，暂征一升）征收。后又规定，北疆每亩征粮三至八

升不等；南疆定为上地每亩征粮五升，中地三升，下地

一升五合或一升，从而大大减轻了各族农民的负担。

（三）以身作则，清廉为本

左宗棠虽身居高位，却洁身自好，一生清廉，从不

收取份外财物。任职陕甘时，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胡

光墉（即胡雪岩）送来金座珊瑚顶一架、大参两件，被左

宗棠完璧退还。他离任陕甘时，陕西布政使王思沂怕

他进京后资金不足，难于应付各种额外开销，就送他一

笔捐输尾款，被左宗棠坚决拒绝，他在回信中写道：“近

时于别敬（一种礼仪式的贿赂）概不敢受，至好新契之

例赠者亦概谢之。”“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

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弟

已去任，不能指为可取之数。若因一时匮乏遽议及之，

将人知己知之谓何？断有不可！”左宗棠把廉洁自律视

为自己为官从政的底线，无论如何是不能触碰的。

左宗棠的清廉还表现在他的生活节俭、热心公益

上。每逢地方遭受重灾，他不仅关注赈务，积极救灾，

而且慷慨解囊，带头认捐。同治末年（1874 年），浙人陈

其元称赞左宗棠“自奉甚俭，所得养廉银，除寄家用二

百金外，悉以赈民”（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同治八年

（1869 年），湖南大水，左宗棠“捐廉万两助赈，并不入

奏”；光绪三年（1877 年），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大旱，

左宗棠一面指示从西征军费中提取协饷银十万两救

荒，一面又率先认捐白银一万三千两。他在给朋友的

信中写道：“弟存廉尚有四万余两，弟之归计可敷衍，当

用之灾区，于心始安。”

左宗棠位高爵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一生的积蓄

估算不超过十万两（包括动产、不动产），而李鸿章的遗

产约有一千万两，两者相差百倍。在那“上下交征利”

的晚清官场上，尤为难能可贵。左宗棠爱说的一句话

是：“拮据戎马间，未尝以馀粟馀财自污素节。”他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专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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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梁

在河北博物院展出的

一尊明代白釉状元骑马瓷

塑，高不盈尺，却凝固了一

幅荣归的生动图景：骏马昂

首，鞍鞯齐备，马上的状元

郎眉目清隽，脊背挺直，头

戴 双 翅 幞 头 ，身 着 圆 领 官

袍，微笑颔首，似乎正向路

旁的观者致意。

这件白釉状元骑马瓷

塑，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

积釉处泛着极淡的青，如冬

日初雪将融未融。胎质细

白坚致，叩之有金玉之声。

瓷塑采用模制成型与局部

捏塑相结合的手法，是明代

北方窑场成熟的瓷塑工艺

之证。骏马四肢矫健，呈缓

步行进之态，颈部鬃毛与马

尾部均梳理整齐，马颈佩戴

着饰有丝绦的銮铃，属明代

官马的标准仪容。马首微

微左顾，与骑乘者右手控缰

的动作形成呼应，一静一动

间，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诗意流转。

骑乘者头戴展角幞头，

这是明代官员公服的标准

首服，两翅平直，既保持了

视觉平衡，亦暗示着“平步

青云”的期许。面部开相最

具神采：眉目以极细的线条

刻划，鼻梁挺直，嘴角微扬，

并非威严的官相，而是一种

年轻士子特有的矜持与喜

悦。衣纹处理简洁，官袍衣

褶及腰间束带仅以阴线勾

勒，袖口宽博下垂，是明式

袍服的典型制式。其整体

造型虽受制于瓷土的可塑

性，却并无板滞之感——马

腹的弧线、骑乘者微微前倾

的上身、随风贴体的袍角，

都能使人从静态中捕捉到

行进途中某个从容的瞬间。

明代是中国瓷器史上

的分水岭。官窑在宣德、成

化之后渐趋程式化，而民窑

在 嘉 靖 、万 历 年 间 迎 来 爆

发。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

了庞大的市民阶层，瓷器不再只是宫廷日用或外销货物，还

成为市井厅堂的点缀、商贾乡绅的雅玩。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瓷塑人物突破了佛教造像与神仙人物的传统范畴，开始

大量表现世俗生活与科举功名。

从胎釉特征看，这尊瓷塑迥异于景德镇的“甜白”，更接

近北方窑场的质感。磁州窑系在明代仍有白釉瓷塑的生产

传统，胎体厚重，釉色牙黄，开片自然；而河北另一名窑——

定窑虽在元代已衰，其技术流脉却可能通过民间窑场延

续。无论如何，这件瓷塑产自河北本土的可能性极大，它或

许就烧造于距离真定府（今正定）不远的某座窑场，而后被

进学的生员购得，置放于书斋案头，或作为馈赠同年、勉励

子孙的吉礼。

明代的科举竞争已臻白热化。《明史·选举志》载，乡试

录取率常不足十之一二，会试更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

个士子从童生到进士，平均耗时 20 余年。这种激烈的竞争

和强烈的期盼反映在器物上，便是出现了许多状元骑马、魁

星点斗、独占鳌头之类寓意“金榜题名，仕途顺遂”的瓷器。

在明代青花瓷绘中，“状元荣归”往往是群像式的叙事：

前有执事喝道，后有仆从撑伞，一人骑马居中，众人簇拥。如

明崇祯青花状元荣归筒瓶，瓶腹绘人物 10位，“或骑或行，神

态各异”，构成完整的仪仗队列。而河北博物院这件白釉瓷

塑却选择了独立的个体，没有仪仗，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基座

纹饰。这种去叙事化的处理，既源于瓷塑受限于三维空间的

体积，也通过将“过程”凝缩为“状态”、将“故事”提炼为“符

号”，彰显了最为核心的元素和最具辨识度的瞬间。

此外，白釉的选择亦暗含寓意。素朴的白釉，恰合文人

“君子以玉比德”的审美理想。明代文人崇尚清雅，对过于

繁缛的装饰多有批评。这件瓷塑的白色是一种带有温度、

微微透光的牙白，它既让人联想到定窑的“类银类雪”，也让

人联想到士子清白为官、素心待人的道德期许——状元既

已高中，从此宦海浮沉，这尊白釉塑像立在那里，象征入仕

时的一轮明月初心。

明代官窑瓷塑如永乐甜白釉僧帽壶、宣德青花仕女，

造型规整却缺少个性；民窑瓷塑则往往带有强烈的地域

性与工匠的个人风格。这尊瓷塑兼具官窑的严谨与民窑

的自由。状元骑马人的塑造手法，既有程式化的一面，

比如马鬃马尾的处理、袍服的阴线勾勒，是批量生产时

的效率选择；也有写生化的一面，比如骑乘者微微内收

的下颌、微微左顾的马头与右手控缰的呼应，非悉心观

察而不能为之。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瓷塑的衣纹褶皱，虽然未必符合

“曹衣出水”或“吴带当风”的品评标准，却也在视觉上形成

了流畅的曲线，与马颈的弓形、马腿的直立形成刚柔对比。

釉层在衣纹凹陷处自然积聚，形成深浅不一的层次，仿佛是

光影，又仿佛是水墨的晕染。这种对“线”的敏感，源自中国

绘画的深刻影响。明代是文人画集大成的时代，董其昌“南

北宗论”风行天下，工匠虽未必通晓画论，却在日用器物的制

作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当时的审美趣味。这件瓷塑的线条

不是西方雕塑的体积感之“线”，而是中国艺术的书写性之

“线”——它是有节奏、有情绪的，是泥坯未干时匠人指间流

淌出的韵律。

中国古人将人生乐事归结为“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

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其中，“金榜题名”被列为榜

首，并非只是那个时代的功名梦想，也体现了人们对寒窗苦

读的认可、对个体才智的尊重，体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

书高”的社会共识。当我们的目光与这尊白釉状元骑马瓷

塑相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明代的制瓷工艺、服饰制度和科

举文化，还有人类古往今来共通的情感——那些关于梦想

与奋斗、等待与实现的永恒叙事。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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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家业》，以

明代徽州为背景，聚焦制墨世家李氏的

兴衰沉浮，还原烧烟、合胶、捶打、雕版、

晾墨、描金等传统工序，让千年徽墨再度

引发大众关注。

徽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古人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

之有良马也。佳墨之中，又以徽墨为最，

向有“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

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的美誉。

徽州墨业始于唐末五代时期的歙州，北

宋宣和三年（1121 年），宋徽宗改歙州为

徽州，徽墨之名由此正式确立。徽墨业

随之更步入黄金时期，墨锭也从实用文

房器具，发展为兼具观赏价值的高雅艺

术品。2006 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世人多知徽墨为案头清雅文房，其

实，徽墨不止于风雅端庄，还不乏贴近生

活、映照时代的鲜活意趣。从禅意十足的

佛像经文墨，到民国时期的商业广告墨、

融通中西的地球墨，再到铭记家国情怀的

抗战胜利纪念墨，形制各异的墨品中，记

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人文心绪。

清代汪节庵墨店是当时的行业翘楚，

其制有一套四锭佛像经文墨，分别为“大千

世界”“香风花雨”“水月皆空”“本来面

目”。其中，“本来面目”墨锭尤为精美，正

面上铭篆体“本来面目”四字，下方阳刻一

尊双手合十、打坐于莲花台上的佛像，纹理

线条细腻；背面则刻有蝇头小楷《般若波罗

蜜多心经》。《函璞斋墨谱》载：“江南大吏，

多方献物，入选之墨，必用汪氏。”和《家业》

中的贡墨一样，汪节庵制墨常被选作贡

品，足见制作技艺之高超。

美丽牌、金鼠牌香烟是民国时期知

名的民族卷烟品牌，由上海华成烟草公

司出品。华成公司特别注重广告宣传，

其抓住当年文人常吸食香烟的风气，将目

光聚焦名噪一时的胡开文仁记徽墨上，打

造了一对广告墨。其中，“金鼠牌”墨锭主

图为一个打开的烟盒，上方标有广告语“烟

味好、价钱巧”；“美丽牌”墨锭则将品牌名

称嵌入广告语中，“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

广告词朗朗上口。墨锭上鎏金的烟盒，浮

雕细致入微，颇为精美。

还有一方在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

国博览会上斩获金奖的异形墨——地球

墨，亦出自胡开文墨庄。墨呈扁圆形，表

面绘有世界地图，洲界、国名、首都的汉

英双语标记清晰可见。其中，我国版图

区上还刻有“安徽省”三个中文正楷字，

表明徽墨源自中国安徽。一眼望去，很

难看出这是一方墨。且不说这鎏金饰

银、五彩点缀的华丽外表，也不论这与地

球仪几乎无差的地理分布，这份创意在

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

方寸徽墨，亦可承载家国情怀、铭刻

民族荣辱。家父收藏的一方油烟料抗战

胜利纪念墨便是佐证。该墨长约 8厘米、

宽约 2厘米，笔力刚健，下镌“徽州文光堂

监制”两行小字。正面填金楷书“抗战胜

利”四字，背阳刻“一九四五年九三纪念”

九字。其造型简单、刻纹简洁，却给人一

种庄严肃穆之感。这块纪念墨由专司刻

书的徽州文光堂出品，展示出百姓对抗

战胜利的喜悦之情。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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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釉状元骑马瓷塑

河北博物院藏


